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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对行政法法典化路径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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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中国共产党党章》为核心的党内法规已对当代中国的行政法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党章是党的总章程，是“中国之治”

的基础规范。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为行政法法典化提供了明确指引：行政法法典化必须坚持和加强党全面领导的根本方向

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任务。坚持和加强党全面领导的法典化方向，必须在法典中确立政治领导原则；加强行政法与党内法

规组织体系建设的衔接；构建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党政协同治理体系；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法典化任务，必须在法典中融入

人民至上的行政理念；加强行政法典的民主协商制度建设；打造用权为民的党政协同治理方式；注入优秀传统行政法治文化元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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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lightenment of the Amendment of the 20th Party Constitution to the 
Cod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ZHANG　Shengwei
（Faculty of Law，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Macau 999078，China）

Abstract:The Party Constitution is the general constitution of the Party and the basic norm of "the governance of China".
The revision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by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provides clear guidance for the cod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By reviewing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ontemporary opportunities of the administrative code⁃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administrative code is just in time，and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ons 
about the influence of the party constitution and party laws and regulations on administrative law，puts forward the sugges⁃
tion that the code of administrative law should further combines with the revised party constitution，making clear that the 
codification of administrative law must adhere to and strengthen the fundamental direction of the party’s overall leader⁃
ship and take the people as the center of the fundamental task.Specifically speaking，to uphold and strengthen the direc⁃
tion of codification under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the principle of political leader⁃
ship in the code，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organization system of the party and government，construct mutual-
complement and coordinated governance between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clarify the people’s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codification，integrate the administrative concept of putting the people first，build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ode 
of the traditional administrative rule of law，create a party-governmen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method that uses power⁃
for the people，and input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al elements of administrative rule of law.
Keywords：administrative code；Party constitution revision；Party and government relations；party regulations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标志着我国在全面建成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道路上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为了巩固改革成果，适应新形势发展，更好发挥党

章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党的二十大正式通过了《中

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标志着党的建设实现了

新的历史跨越。党章作为党内法规的最高权威，统

领构建党内法规体系，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法治特有

的标识［1］。此次党章修改明确将“坚持中国特色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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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法治道路”写入党章之中，再次表明了中国

共产党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也将全面依法治

国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依法行政”作为全

面依法治国工作布局的重要一环，与实现国家治理

现代化的联系最为紧密。

“依法行政”作为法治政府建设的核心，对于完善行

政法治建设，提高中国法治水平都具有极为深远的意

义［2］。《法治政府建设实施纲要（2021-2025年）》指出：“法

治政府建设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是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支撑。”［3］而
法典编纂作为维护国家法治统一的需要，对于实现中华

民族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意义。《全国人大常委

会2021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提出要研究启动以行政

基本法典为代表的立法条件成熟的行政立法领域的法典

编纂工作［4］。因此，我国需要通过编纂行政法典促进依法

行政，建设法治政府。而党章及其衍生的党内法规作为

党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有力保障，在当代中国法治

治理体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总章程、总规

矩，是“中国之治”的基础规范。值建党百年之际，

习近平总书记正式宣布中国共产党已经形成了以

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准则的、较为完

善地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5］。同时，随着

党政合署办公等机构改革，党内法规体系的影响逐

步显现“溢出效力”特征［6］，已成为当下法治建设中

不可忽视的影响因素。因此，在行政法法典化过程

中需正视党章及党内法规对当代行政法治的作用，

实现与党内法规的衔接和协调，这既是重大的理论

问题，也是重大的实践问题。党章作为党内“根本

大法”，既是全党的根本遵循，更是治国理政的关

键。行政法典的编纂中，如何在行政法法典化过程

中融入新时代党章，更快推动行政法法典化的进

程，需要学术界进一步研究。本研究基于党的二十

大党章修改，通过分析党内法规对当代行政法的影

响，就行政法法典化的根本方向与根本任务两方面

展开探讨，以期让行政法典在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中

发挥应有的价值。

二、党章统领下的党内法规对当代行政法治

的影响

当前，党章统领下的党内法规的调整对象不再

限于党内，而是涵盖相当数量的党外组织和党外个

体［7］，其拥有的强制力和约束力远远超出了党内法

规本身设定范围。周雪光［8］指出，党内法规对当代

行政法治的影响，可从行政个体、行政制度两个方

面展开分析。

（一）党内法规对行政个体的影响

行政个体是指在行政法治中能独立从事行政

管理活动的人或集体，其基础是行政人员［9］。随着

党章适用范围的扩大，党章统领下的党内法规对行

政个体的约束也更为明显。行政个体在行政履职

中需承担多重角色。尤其是在行政机关拥有一定

决策权力的公务行政人员，不仅需要履行行政职

责，扮演职业角色，更需依据党章要求，按照党员角

色应有的标准要求自己。例如地方在职的县委书

记、市委书记，书记这一职务明显隶属党的部门，属

于党内职务；但市委书记也属于公务员，晋升去向

也往往是平级政府或更高一级的政府职务，而非仅

限于党内职务的调动。且作为实际主政一方的要

员，其在管理城市时往往行使的是行政职能，具有

极强的行政属性。具体到基层行政工作落实环节，

很多机关基层党组织更是实行行政负责人与党组

织书记“一肩挑”。

中国共产党内已基本形成以党章为根本，以党

内法规和党内规范性文件为主干的党内法规体

系［10］。随着简政放权的推行，中央政府开始将权力

下放到地方，但由于政策放权的模糊性，加之一部

健全完备的行政法典尚未形成，导致现阶段行政个

体在地方行政治理中拥有过大的行政权限，但却缺

少完善的行政责任机制来约束规制行政个体职权

范围。此时行政个体在地方行政治理中则会出现

选择性治理，即党章或党内法规政策中不可触碰的

原则性底线要求或近期亟须落实的党内大政方针，

行政个体则会将上述“党内红头文件”转化为法律

行为，进而表达政府行政职能，发布行政活动。反

之，在面对与行政主体利益相冲突或可能增加行政

个体政治风险导致绩效下降的地方事务时，如党内

法规对该事务的存在规定不够精细的条款内容时，

行政个体往往会将这些事务搁置或被敷衍处理。

然则现阶段在党内法规中关于法规运用的程序条

款存在规定模糊化的情况［11］。这也导致行政个体

在行政治理中不能合理地将党内法规政策同行政

法治衔接应用，造成部分党员干部利用现行行政法

律体系的不健全、党内法规与行政法衔接机制的缺

失在行政活动中搞“一言堂”“一霸手”，对行政个体

在履行行政职责时产生极大困扰。党中央虽多次

强调要开展行政立法，通过立法破除因行政法规的

缺失所导致的党内个人负责制的泛滥［12］，但现阶段

有关党政部门的立法衔接还尚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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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党内法规对行政体制的影响

党的十九大修改党章时将“党政军民学，东西

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正式写入党章。为了更

好贯彻党的领导，进一步调适党和政府间的关系，

我国加快了行政体制改革步伐，以更好适配党内法

规融入行政体制机制的复杂样态［13］。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以后，党领导行政体制改革开始逐步着眼

于具体的行为规范［14］，党内法规对行政体制的影响

也愈发明显。其中，党政合署办公作为加强党内自

身组织建设，实现党内工作制度化、高效化的改革

重点，一直为学界所重视［15］。最受关注的莫过于监

察委员会与纪律检查委员会合署办公，即通称的纪

委监委“一套人马，两块牌子”。早在建国伊始我国

便根据苏联经验施行了党政合署办公这一模式［16］，
但执政经验的不足，加之受到冷战动荡局势的影

响，使得党章合署办公历经反复。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经济得到迅速发展，至党的十八大，我国已然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经济的快速发展与制

度建设的不匹配，使经济社会矛盾加剧，其中机构

臃肿、反腐倡廉等问题日益严峻，已然关系到党和

国家生死存亡。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党政机

构改革的新方案，将合署办公推向新高度［17］。党政

合署办公在反腐倡廉、正风肃纪等领域发挥了十分

显著的作用，但对于行政法部门法律建设而言，却

对当下的行政行为理论、行政法治监督理论以及行

政救济理论等行政法基本理论形成了巨大冲击［18］。
在现行党内文件中主要可分为党内法规和党内规

范性文件，其中党内法规多由专门的党委机关制

定，主体层级相对较高，而党内规范性文件的制定

主体相对广泛，各级各类党组织都有权制定党内规

范性文件。由于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权制定相应的

党内法规制度，导致党内规范性文件繁多杂乱。党

的十八大之后，中央针对上述问题开展了两次有关

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集中清理，取得了一定成

效，但党内法规中“不适应、不协调、不衔接、不一

致”的“四不”问题仍有较大空间需要完善［19］，党内

法规向国家法律转化程序仍然存在缺失，部分党内

法规和国家法律之间甚至存在冲突［20］。

三、行政法法典的路径思考

（一）行政法法典化的根本方向：坚持和加强党的全

面领导

1.确立行政法政治领导原则

此次在党章总纲中增加“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21］，应当在行政法典的编纂中以根本原则的形

式予以明确。政府在行政过程中必然会受党派信

念、阶级立场的影响，产生特定的政治行为［22］。在

治国理政实践中也发现许多现实问题都同政治问

题联系在一起［23］。行政法法典化的成效最终能否

有效发挥，不仅需要高超精准的立法技术，更需要

后期一个个具体的人来落实。因此，在行政法典编

纂中，必须明确党的最高政治领导地位，并以行政

根本原则的形式贯彻到行政法典各章节中，如在公

务员章节对干部人事的聘用考核、选人用人中，应

进一步突出政治标准，强化政治教育，构建完善“政

治不过关”的“一票否决”筛选机制［24］。实现在法律

层面对行政主体各阶段活动的法律调整，将党的意

志通过行政法对各级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产生约

束，改变地方行政中个别领导利用组织权力形成对

公务员个体的支配。只有通过在行政法典编纂过

程中贯彻党的最高政治领导，才能真正增强法治建

设，解决改革痛点，让行政法对行政主体内部关系

产生更为有效的调整，进而培养一批敬畏法律、独

立判断和依法办事的公务员。

2.加强行政法与党内法规组织体系建设的衔接

新党章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并明确当下要“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为坚

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提供坚强组织保证”［21］。《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

条例》第九条，党的组织体系建设要“坚持马克思主

义建党原则，健全维护党的集中统一的组织制度，

完善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实现党的组

织和党的工作全覆盖，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

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上下贯

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是贯彻党的全面领导，落

实党内法规执行的根本保障。保障党的政策落实，

需要在行政法典中予以体现。针对党内组织体系

建设，行政法典编纂中应在行政组织法领域内予以

回应与衔接。行政组织法作为明晰治理主体的行

政职能与权责划分的规范依据［25］，一方面要通过行

政组织法确立党内法规在行政领域的适用范围，将

党内组织体系建设优秀成果纳入行政组织法中，解

决当前将党组织等同于国家机关，把党组织的行为

等同于行政行为的行政乱象。另一方面，在行政法

法典化过程中，应根据现行党章和党内法规在行政

组织法中对政府行政职能作出相应调适，实现行政

法典与党内法规的衔接。例如，随着党和国家机构

改革的日益深化，“党组政治”“党政机构合署办公”

“党政一肩挑”等作为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提高政府

··82



第 2 期 张晟炜：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对行政法法典化路径的启示

执行力，担负起贯彻党中央精神，落实“两个维护”

的重大政治责任。我国的行政治理结构也在发生

深刻转型，需要行政法法典化过程中在行政组织法

领域对行政法治治理理论、治理诉求、治理功能等

党政衔接处加以完善，弥补行政法立法的滞后性，

巩固改革成果。

3.构建相互补充、互为一体的党政协同治理体系

行政法典化需要充分结合党的执政经验和行

政法在行政规制中的主导作用。据此，党的二十大

党章增写了一段重要的话：“必须按照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

略布局，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

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21］这既是对自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成功经验的历史总

结，也为处理党政关系指明了方向。“协调”一词，表

明在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强国中，依法治国、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共同向纵深推进，两者互为一

体、辩证统一。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

法治，党内法规既不是行政法等现行法律的附庸，

也不能闭门造车，与现行法律划分“楚河汉界”，应

在不与宪法冲突的前提下，构建互为一体的党法协

同体系，这是中国行政法典化路径优化与党内法律

衔接的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进入到经济社会转

型的深层次阶段，社会矛盾凸显，行政争议的数量

和规模均呈现上升趋势。而行政法作为现行法律，

不可避免地具有成文法的局限性和滞后性，在行政

法法典化过程中，首先，应为党内法规在行政领域

设立具体的适用机制，为党内法规发挥与时俱进、

灵活立法的政治优势提供制度衔接［26］，同时通过行

政法典的确认使党的法规在一定时期内保持其稳

定性，既增强党章和党内法规的适用性与科学性，

也防止出现行政个体以党委名义行“一言堂”“一霸

手”之实，干扰控制地方行政治理的乱象［27］，更好地

构建与行政法典相互补充的有机整体。其次，在行

政法法典化过程中要加强行政理论建设，针对行政

法治中出现的矛盾争议，要着重在立法层面予以解

决。例如，目前在党政机构合署办公做出的行为，

相对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对是否能采取行政复议、行

政诉讼的方式予以纠正的问题上存在理论争议。

在面对行政法尚未对此项内容作出明确规定时，可

寻求党内法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为民众在采取

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方式解决无果后提供新的制

度救济途径［28］。针对该问题就需行政法典中明确

党的机构在行政法中的主体地位，确定理论依据，

对党的机构行为性质作出精准的规制。

值得强调的是，构建互为一体的党法协同治理

体系，不等同于要将党内法规和行政法典融为一

体。尽管有学者已提出要将党内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纳入国家法律之中［29］，但学界争议较大。一则，

党内法规与行政法的法源不同，相较行政法，在 203
部党内法规文本中，仅有 6部党内法规写入了“根据

宪法”，其余党内法规文本均采用了“根据党章，制

定本法规”的规范表述［30］。虽然宪法总纲第一条明

确规定“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

质的特征”。但也不可将党章等同于宪法，这明显

有违法理常识，党内法规与行政法在法理属性、产

生方式上存在明显不同。二则，党内法规中的一些

规定、办法、规则和细则的程序条款内容尚不精细，

需要在今后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中进一步补充完善，

如若将党法协同演变为党法混同，既会损害党的威

信，扰乱了行政机关正常的行政行为，也不利于发

挥党内法规“及时迅速”的特有优势。针对行政法

法典化过程中涉及需要党内法规衔接的事项时，有

学者曾提出可采取准用型与认可型衔接规范相结

合的方式，在政府行政中涉及党内法律制度时，可

要求上级或同级党委指明政府行政需依据的党内

法规或制度，并对适用方式等实施细则进行适当说

明［31］。此种方式不仅为党内法规或制度的适用提

供了借鉴途径，也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党内法规的

滥用情况，可根据该种模式的解决路径为构建相互

补充、互为一体的党法协同法治体系提供改革

方向。

（二）行政法法典化的根本任务：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1.树立人民至上的行政理念

党的二十大将“人民至上”写入党章［21］，足可见

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为国为民的胸怀。在构建未

来行政法典时，应当在行政法典中树立人民至上的

行政理念。人民至上的行政理念的核心理念在于

树立新的行政价值理念，改善当前行政法单纯停留

在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平衡的传统价值理念，

而应更为主动地通过建立更为科学的法律规范，以

更好调整行政法治中各主体间的关系，真正落实人

民至上［32］。在传统的行政法观念中，行政权力由行

政机关独自履行。但随着中央简政放权、精简机

构，地方行政机关的行政权限得到空前扩大，行政

机关在行政治理中开始有意识地选择性治理，将一

些公共治理或应急公共任务转由社会主体承担，而

政府则由原有的履行行政责任转化为承担“政府担

保责任”［33］。这类行政法责任的最新形态既是时代

发展的产物，也是未来行政法法典化过程中需要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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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贯彻人民至上行政理念的重点领域。在行政法

典化过程中树立人民至上的行政理念，对于建设人

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具有重要的前瞻性意义，在行

政法典编纂中，可首先将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等党章理念直接融入行

政法典总则之中，从开篇便为行政法典注入“人民

至上”的行政理念，为后期应用行政法典开展行政

执法、行政追责时提供原则性法律依据。

2.加强行政法典民主协商制度建设

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中进一步指明要“坚持党

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广开言路，建立健全民主

协商的制度和程序”［21］。未来的行政法典中，还需

进一步推进行政民主协商制度建设。首先，行政法

典需对现阶段已出现的党政治理问题作出及时有

效回应。在编纂过程中广泛开展民主讨论，高度重

视相关专业人士的论证过程与结果，针对治理的难

点痛点集思广益，因时制宜，制定符合实际、行之有

效的法律，通过法典本身的稳定性特征巩固治理成

果。其次，要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协商的制度优势，

进一步加强党内法规与行政法典有关民主协商领

域的制度衔接。具体而言：党内法规则应参照行政

法等有关立法条款，设置更为科学合理的前置立法

程序，确保执政党的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具有足够的

适应性以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行政法典编纂

应积极汲取民主集中制等党内民主协商制度，发挥

更大的制度优越性，让更多党员和党外专业人士参

与党内法规的制定工作中，进一步让党内立法工作

更加科学化、透明化。最后，在行政法法典化过程

中务必要保持权责的一致性，针对地方某些决定或

规范缺乏透明度的情况，应在行政法典中设立相应

法律机制，如要求行政机关定期针对民众关切的行

政法治问题，通过新闻电视等多种媒体传播渠道，

向社会公布行政法规制定依据，并根据行政立法级

别开展规模范围不一的立法咨询会，听取专家民众

意见，保障党员群众有权参与行政法治的治理过程，

从而在党内外共同形成对行政治理法治化的有效

监督。

3.打造用权为民的党政协同治理方式

关于打造党政协同治理方式的论题，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必须“把人民当家作主具体地、现实地体

现到党治国理政的政策措施上来”［34］。一部法典

无论涵盖范围多么全面，都必须体现在具体的治理

方式中。日后行政法典总则和具体细则的编纂中，

应当将党政协同治理方式融入法典之中，从而推进

党政协同治理方式。具体到实践中，要捋顺党政协

同治理方式，关键在于捋顺党和行政机关的关系。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行政法法典化的根本

方向，行政法典也只有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前提

下，协调党政治理关系，才能真正在行政治理中体

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的治理方式。新型党政

协同治理方式中，应当构建以“人民性”为根本，

“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二者并行的治理策

略［35］。首先，在顶层设计中，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

产党，应当依据党章的根本指导，遵循以人民为中

心的根本宗旨，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机制，让各级

党委履行对政府行政执法的监督职责。行政法典

也需在编纂中进一步赋予规范党委监督权，对党、

政机关合署办公、行政机关合署办公和内设机构合

署办公等不同类型的合署办公模式制定对应的法

律法规［36］，让党委对党政合署办公机构执规情况

的监督做到于法有据，对党政合署机构行政权力过

度扩张问题予以遏制。其次，地方党委和行政机关

应在行政法治中更加积极地发挥主动性。一方面，

在行政法典编纂时应出台更为科学具体的容错兜

底条款［37］，赋予行政机关在法定范围内的自由裁

量权和容错情形，鼓励行政主体在充分结合地方实

际的情况下，敢于尝试，迈开步伐；另一方面，在党

内立法时可采用“典型事例+等或其他”的规范方

式，即在现有的原则性、指导性规定的基础上通过

实例加以明确化、具体化。可由党内中央立法部门

在全国范围内收集确立党政协同治理典型实例，

地方党委在开展党内立法时，应在确保不违背宪

法和法律法规的同时，参照典型事例发挥主观能

动性，针对民众所需，出台相应文件，弥补行政立

法不足。

4.注入优秀传统行政法治文化元素

目前，中国传统行政法研究较为冷落［38］，学界

都过度注重于对国外物质层面和制度层面的行政

文化的形式引进［39］，缺乏对自身传统行政文化和党

内文化的传承。我国行政法理论基础的日益完善，

行政体系建设相对健全，着手开始行政法法典化

时，要注入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一部法律只有

承载体现中华法系的历史记忆，才有可能适应时

代［40］。党的二十大党章修改中明确指出，“坚持把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34］。行政法典编纂中，必

须融入中华优秀传统行政文化。我国是有着千年

历史的文明古国，拥有着十分丰富且优秀的行政法

治文化元素。从春秋孔子的“以民为本”到战国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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鞅的“法信于民”，从北宋王安石变法到明朝张居正

改革，一次次法律思想的提出和法律制度的变迁，

既彰显了中国古人在政治、法律、行政等领域的历

史智慧，也为中华民族留下了传世的精神财富。这

些经过历史检验，承载着中华法系智慧结晶的法律

主张和立法经验，都值得法律学者认真研究、总结

和借鉴。至晚近以来中国共产党成立，毛泽东、邓

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便高度重视党内法治思想

工作。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中国共产党便制定

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初步建立了具有

鲜明阶级性和时代特征的苏维埃法律体系，为中国

共产党早期依法治党提供了法律基础。随着中国

革命和建设的历史进程不断推进，毛泽东围绕立

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等提出了许多创新观点，形成

了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思想［41］，为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供了重要

的理论基础。同时，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在不同

时期积极开展制度探索，例如抗日战争时期，中国

共产党不仅保留发扬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

拿群众一针一线”等苏区革命传统，还创设了“马锡

五审判”等司法优良传统；新中国成立以后，“枫桥

经验”的出现再次创新了中国行政法治文化，为行

政法治提供了实践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法治思想的出现，更是党和人民在法治实践中理论

与实践的结晶。上述优秀传统行政文化都应在新

时代背景下进行创新转化，融入行政法典之中，为

行政法治文化注入中国元素、提供法治文化创新的

原动力，也为行政主体进一步提高行政法治能力提

供更为可靠的本土借鉴，打造新时代下高质量行政

法治。

四、结语

时代背景是理论创新的动力。党的二十大对

党章的修改，进一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法治

中国建设的根本保证。从全球范围来看，行政法法

典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法国《公众与行

政机关之关系法典》、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及韩

国《行政基本法》等行政法法典化成果都对其他国

家产生着较强的立法示范作用。但行政法法典化

作为世界性难题，直至今日世界上尚无真正意义上

的行政法法典［42］。因此，行政法典的建设应立足本

国国情，以二十大精神为指导，吸收党章精华，完善

行政法典与党内法规的衔接，在党章和宪法的指引

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法典，为行政法治更

快达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提供更为先进的

理论保障和更为准确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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